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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宋三次兴学运动的主要特点

及失败教训

全仁经

北宋仁宗庆历四年三月到五年三月范仲淹主持的庆历兴学
、

神宗熙宁四年到元丰八年王

安石主持的熙丰兴学和徽宗崇宁元年到宣和三年蔡京主持的崇宁兴学
,

是为革除北宋 中后期

科举和官学的流弊
,

培养具有真才实学的经世致用人才而产生的
,

是北宋选 举 制 度 的一 次

重大改革
。

三次兴学虽然终告失败
,

却为后人提供了极为宝贵的历史教训
。

本文拟就这三次兴学的特点和失败原因作些论述
。

三次兴学实际时间共三十六年
,

若自庆历四年算起
,

到宣和三年为止
,

则前后透巡近八

十年
。

总括三次兴学
,

我以为全部内容尽在科举制度改革和振兴官学两个方面
,

主要有如下

几个特点
:

( 一 ) 兴学规模 巨大
,

学校制度完善
。

这 首先表现于州县官学的普遍兴办
。

从 《 续资治

通鉴 》 的有 关记载看
,

仁宗以前
,

州县兴学寥寥无几
。

列仁宗天圣五年正月晏殊兴学应天后

才逐渐多起来
。

不过
,

自仁宗景佑元年至庆历三年
,

州府兴学也不过才十五个
,

至于县学
,

还是空白
。

庆历兴学时
,

这种状况得到很人改变
,

不仅诏令全国州县兴学
,

且规定各州
“
选

部属官为教授
,

员不足取于乡里宿学有道业者
”
充任

,

不过还有生徒二百人以上方许置县学

的规定
。

熙丰时
,

王安石贯彻其教之
、

养之
、

取之
、

任之四者并重的教育政策
,

大兴州县之学
。

以致
“
自京师至郡县 ” “

皆有学
” 。

为了加强对州县学的管理
,

规定
“

每州置学官
” ,

专管

学校事
。

元丰元年时
,

设学官者达五十有 二
。

凡兴学 粉皆
“

给田十顷
” 以充经费

。

每州设教

授一员
,

小学亦设教授
,

以专任教学
。

崇宁时
,

取消了二百人以上方许置县学的限制
,

少1
.

县皆须置学
。

后规定学额大县五十
,

中

县四十
,

小县三十
。

每州教授设两员
。

在经费问题上
,

规定
“ 州给常平钱或系省田宅充养士

费
,

县用地利所 出及非系省钱
” 。

在士子待遇上
,

规定州县学士子除由政府供给伙食外
,

还

免除本身的摇役
。

此外
,

规定凡办 学得 力 者奖 ( 《 朱史
·

选 举 志 》 )
,

不 力 者 则
“
罚 不

少贷
”

( 《 老学庵笔记 》 卷二 )
。

其次
,

表现于太学的整顿和扩大
。

原米国子监七十人
,

庆历兴学仅太学即置二百人
,

又

广其斋舍
,

改锡庆院为太学
,

并修葺讲殿
。

同时
,

限其学时
,

规定生徒须在学五百 日 ( 曾充

贡者百日 )
。

并严格规定
“ 凡入学授业

,

月旦即亲书到历
,

如遇私故或疾 钱
、

归 宁
,

皆给



假
,

违程及期月不来参者
,

去其籍
” ( 《 宋史

·

选举志 》 )
。

熙丰兴学
,

进一步扩大太学规模
。

将庆历时的二
一

百生徒增至二千四百
。

分学舍八十斋
,

每斋

容学生三十八
。

教员 自主判官外
,

增设直讲十员
。

( 《 续通鉴 》 卷 68 )
,

又增发经费
,

发赐绳

钱二
.

万五千
,

并取郡县田租
、

息钱之类增为学费
。

同时
,

扩充校舍
,

不仅尽赐锡庆院为斋舍且

新建四 讲书堂
。

在管理上
,

实行三舍法
。

自熙宁四年起将全体生徒按程度不同分为三舍
,

即

外
、

内
、 _

L
一

二舍
,

相当三个年级
。

以成绩合格与否
,

由外而内而上依次升级
。

元丰时此法更

详备
,

入学有试
,

并验核所属州县出具的证明
,

中格者方许补外舍生
,

入学后斋长每月书其

操行
、

成绩 j 籍
,

其考 试有月考
、

季考
、

岁考
。

月
、

季考称私试
,

岁考 称 公试
。

其 选察升

补
,

夕卜舍升内舍
,

月一私 试
,

岁一公试 , 内舍升上舍
,

则间岁一舍试
,

即两年一考
。

考时用

庆历废止的弥封誊录法
,

上舍试则学官不预试
,

别择官试之
。

元丰二年八月
,

颁发 《 太学学

令 》 百四十余条
,

将上述规定以法律形式固定下来
。

崇宁时
,

主要恢复熙丰 “少做法
,

而太学规模更大
,

生徒达三千八百人
。

还建辟雍专处外

舍生
,

并设专职学官和教员
。

再次
,

表现于专科学校的发展
。

医学
,

宋初即设
,

隶太常寺
,

管理不严
。

庆历兴学时未涉及于此
。

熙丰兴学时将此学从

太常寺分出
,

另置提举判局官及教授一人专负管理和教育之责
,

规定学生额 三百
,

春试 招

生
。

专业设脉
、

乍戍
、

疡三科
,

主习 《 素问 》
、

《 脉经 》
、

《 三部针灸法 》 等医学经典著作
。

生徒艺业
,

各有专攻
。

其考察升补
,

与太学相仿
。

毕业时
,

优者为高尚药医师
,

余者以等外

官资格为本学博士正录或外医学教授
。

崇宁时依熙丰之制
。

武学
,

宋初未设
,

庆历三年五月曾置
,

八月旋废
。

庆历兴学时未再复办
。

熙丰时重新置

办
,

派兵部
、

内藏库的官员任正副判学
,

赐食本钱万络
,

又选懂军事的文武官任教授
,

规定

学制
二

年
,

学领百人
。

凡使臣未参班及门荫草泽之流
,

皆试人才 弓马
,

合格方许入学
。

学满

经考试子以毕业
,

遣军中任职
。

崇宁时
,

诸州亦置武学
,

考选用三舍法
。

律学
,

宋初未有此专门学校
,

惟在国子学中设博士授法律
。

庆历 时 亦 未 置
。

熙丰时为
“
士之往位

,

以法从事
” ,

在国子监设此学
。

置教授四员
、

学正一员
。

凡命官
、

举人皆得入

学
。

个人入学须二位命官保任
,

初时为预备生
,

试读合格方为正式生
。

考试优秀者送吏部试

法授官
。

不合格者以罚金示辱
。

崇宁兴学时 ( 政和年间 ) 大致相类
。

算学
、 一

侍学
、

画学
,

这些专科学校皆是崇宁兴学时所建
。

而画学
,

则是有史 以来的首

创
。

( 二冲 重视经世致用
,

强调统一
“ 道德

” 。

从科举改革看
。

庆历改革除限定学时
,

应试举子必须考前在学三百 日 ( 曾应试者百 日 )

外
,

主要是变眼来先诗赋后策论为先策论后诗赋
,

将策论提到头等位置
。

至于帖经
、

墨义则

去废 小
一

试
。

诸科愿试经术大义者听便
。

在取士方法上
,

废除弥封誊录 法
,

改 “ 一 切考诸试

篇
”
为

`
·

参考展 {丁” 。

熙沛改革时
,

工安石等人尤为强调经世致用
,

突出经义取士
。

为了改变以往
“ 闭门学作

诗贼
,

及其入官
,

世事皆不习
”

( 《 文献通考 》 卷弓! ) 的状况
,

在 “ 贡举新制
” 中规定

,

诗

赋及明经诸科罢而不用
,

专以经义策论试士
。

自熙宁四年起
,

每试共四场
, “

初本经
,

次兼

经
,

大义 比 卜
,。 ,

次论一首
,

次策三道
,

礼部试则增二迫
。

中书撰大义式颁行
,

试义者须通



经有文采
,

乃为中格
,

不但如明经
、

墨义
、

粗解章句而已
。

其殿试则专以策
,

限千字以上 ”

( 《 宋史纪事本末
·

学校科举之制 》 )
。

这是一
。

第二
,

废弃先儒纷繁不一的传注
,

熙宁八年颁发王安石撰的 《 三经新义 》 作为取士之准

绳
。

所谓
“ 三经

” ,

即 《 诗 》
、

《 书 》
、

《 周易 》 三部儒经
; 所谓 “

新义
” ,

并非单纯的训

沽
,

而是王安石根据
“ 一道德

” 目的所作的新解释
。

一言以蔽之
,

就是以
“
王学 ” 作为科举

之标准
,

凡越于此
,

则 “ 一切捐弃
” ( 《 宋会要辑稿 》 ,

选举三之四十九 )
。

第三
,

增设新科 明法
。

凡原先试明经诸科而又不能改试进士科者
,

可应此试
。

后来规定

凡除官者须先试律令
,

考进士科者
,

凡二等以下亦须考明法
。

考试内容是律令
、

《 刑统 》 大

义和断案
。 “

中格即取
” 。

( 三 ) 打破科举束缚
,

取士俱本于学
。

庆历兴学时
,

范仲淹及同僚宋祁
、

欧阳修等人认为
`·

教不本于学校
、

士不察于乡里
,

则

不能核名实
。

若使士皆土著而教之于学校
,

然后州县察其履行
,

则学者修伤矣
” ( 《 宋史

·

选举制 》 )
。

正是从这一观点出发
,

庆历科举改革的 目标
,

注重在参加科举考试前必先受相

当时间的官力
、

学校教育
。

因而有考前必在学三百 日的规定
。

熙丰兴学时
一

,

主持者王安石并未采取废除科举的措施
,

但这并不说明王安石不想废除
。

在熙宁二年 《 乞改科条制翻子 》 中他就明确地说道
: “ 古之取士

,

皆本于学校
,

故道德一于

上
,

习俗成于下
,

其人才皆足 以有为于世
。 ” “

今欲追复古制
,

以革其弊
,

则患于无渐
。 ”

解决的办法就是在科举改革中
“ 宜先除去声病对偶之文

,

使学者得 以专意经义
,

以侯朝廷兴

建学校
”

( 《 临川文集 》 卷 4 2 )
。

在他看来
,

科举还是要废除的
。

之所以未废
,

就是官学尚

未建成
,

条件还不成熟
。

但他创立的三舍法
,

其
“ 学行卓然尤异

” 的优秀上舍生
,

只要
“ 主

判及直讲保明
,

中书考察
” ,

即可免试直接除官 ( 《 长编 》 卷 22 7 ) ; 至于次等的则免省试
,

径

赴殿试 ; 下等的则免发解试
,

径赴省试
。

可以说
,

这是把养士取士权统归事杖
,

打破科举束

缚
,

提高学校地位
,

逐步做到
“
取士俱本于学

” 的关键一步
。

崇宁兴学时
,

范仲淹
,

王安石等人想办而未能办到的
,

蔡京等人办到了
。

在官学与科举

间
,

断然选择了前者
,

干脆废除了科举制
, “

天取士
,

悉由学校贡举
,

其州郡发解及试礼部

法并 罢
”

( 《 宋史
·

选举制 、 )
。

从三次兴学前后发展的趋势看
,

应该说科 举改革只是次要的
,

而振兴官学才是兴学运动

的主体
。

打破科举束缚
,

提高学校地位
, “

取士俱本于学
” ,

这是三次兴学运动的第三个也

是最主要的一个特点
。

上述三个特点是就三次兴学运动总的情况而言的
,

它们各自还具不同的特色
。

庆历兴学
,

历时最短
,

才一 年
,

其 内容之丰
,

规模之大
,

效果之佳均远不及后两次
。

但它

宝贵之处
,

是首倡兴学运动
,

为后两次兴学提供了可供借鉴的经验教训
。

崇宁兴学虽然时间之
一

长
,

规模之大均过于庆历
、

熙丰兴学
,

但 它 无 多大 的创建
,

顶多

是充实
、

完善
、

推广而已
。 下
二次兴学最有创建性而影响又最深远的当推熙 丰兴学

。

它总结以

往的经验教训
,

开创了一代新的科学
、

教育的历史
。

最少在三点上是独具一格的
:

第一
,

率

先以经义策论取代诗赋取士
。

自此而后
,

隋唐 以来以诗赋为主的科举
,

被以经义为主的科举

所替代
。

这是一个重大转折
,

对于当时整肃崇尚浮华不务实际的社会风 气 多 少 有 些节制作

用
。

第二
,

创立三舍法
。

这是汉武帝创立大学以来
,

中国古 代 学 校 教 育 的一 次 总结 和 创



新
,

也是近现代分班授课
、

积分升级教学法的滥筋
,

比捷克夸美纽斯
“

班级授课法
”
早约六

百年
,

无论在中国还是在世界的教育史上都不失单路槛缕之功
。

第三
,

特别注重教育从实际

出发
,

为现实政治服务
。

宋代武力积弱
,

急需强兵
,

社会动乱
,

呕待整治
,

而熙丰兴学则重

建武学
、

创办律学以培养军事
、

司法人才
。

与庆历时未整顿专科学校
,

与崇宁时创置画学等

相比
,

它的政治性
、

实用性尤为明显
。

三次兴学
,

都以失败告终
。

庆历兴学刚好一年
,

随着范仲淹的罢相
,

宋仁宗便下诏
, “

科举旧条
,

皆先朝所定也
,

宜一切如故
。

前所更定令悉罢
” ( 《 宋史

·

选举志 》 )
。

因而这次科举改革
,

实际
_

L是放了

一阵空炮
。

州县兴学令虽未取消
,

但
“
取墙壁具而已 ” 。

除范仲淹等少数人办学较热心有些

实效外 ( 参见 《 范文正公文集
·

分吓州建学记 》 )
,

不少地方官借兴学为名
,

课征民财
,

办学

无方
,

使之成为四方游习之士吃干饭的场所 ( 参见 《 文献通考 》 卷肠 )
。

二十余年后
,

苏轼

论及此事时也说它
“

惟空名仅存
” ( 《 宋史

·

选举志 》 )
。

熙丰兴学
,

历时比庆历兴学要长些
。

但王安石的支持 者宋神宗一经谢世
,

新法顿废
,

兴

学亦在劫难逃
。

元拓间
,

明法科废
, 《 三经新义 》 禁用

, “

御试复用祖宗法
” ,

司马光甚至

建请
“
十科举士法

” ,

恢复荐举制
。

太学条制重修
,

三舍法弃而不用
。

轰 轰 烈 烈 的 熙丰兴

学
,

就此夭折
。

崇宁兴学
,

历时比熙丰兴学又长一些
。

但宣和三年
,

徽宗亦诏令科举法依旧复行
,

三舍

法除太学仍用外
,

州县皆禁用
。 “

取士俱本于学
” 宣告破产

。

钦宗时
,

不仅恢复科举
,

且恢

复诗赋取士
,

崇宁时所置学官亦一并取消
。

靖康二年
,

北宋灭亡
,

当然谈不上什么兴学运动
一

了
。

三次兴学 川物解决宋初养士取士制度弊端进行了不少合理的改 革
。

但结果
,

宋 初 冗 肿

的官僚机构并未因此而精简
。

自庆历四年到宣和三年
,

共七十有六年
,

进士诸科登第数仍有

万七千七百之巨 ( 赐太学上舍生及第百四十一未含在内 )
,

年平均亦达二 百 三 十有 奇 ( 据

《 宋史 》 诸帝纪统计 )
。

与宋初 ( 庆历三年 以前 ) 相比
,

并无多大逊色
。 “

吏部以有限之官

待无穷之吏
,

户部以有限之财录无用之人
” ,

依然如故
。

举子依旧是潮水般定期涌入官场
;

军
,

既不因此而强 ; 财
,

亦不因此而富
。

我以为这三次兴学会失败
,

是有它深刻的社会历史原因的
:

1
、

保守势大
,

积重返难
。

宋中后期的三次兴学
,

无不是在帝王的支持下得以掀起的
。

然而
,

帝王最为关心的是 自己宝座能否巩固
,

其它一切都是次要的
。

这种极其狭隘的改革目

的
,

决定了改革具有不可避免的阶级局限性
。

宋仁宗一度企图通过改革使
“

颓纲稍振
”

((( 宋史
·

范仲淹传 》 )
,

但一旦改革触犯那些官僚权贵的既得利益
,

在他们制造的范仲淹等结成
“

朋

党 ” 、

阴谋废掉宋仁宗这一类耸听的谣言面前
,

宋仁宗便由疑忌范仲淹等
,

进而怀疑新法
,

终于取消了自己颁布的改革法令
。

宋神宗是坚持变法的
,

也是仅仅维持到他生命的终结
。

当神

宗一死
,

高氏便以
“

变乱天下
”

为名速将新法废弃
。

总之
,

改革只是巩固皇权的一种手段
,

其

兴废也就是常事
。

这是一
。

其次
,

保守官僚
,

只想维持其既得利益
,

至于振国势与否
,

对他

们来说也是次要的事
。

三次兴学在科举改革方面都以经义策论代诗赋
,

无疑触动了靠诗赋得

官者的利益
,

不利其亲属
、

子弟
、

门人的入仕
。

庆历改革
,

未得多久
,

赶走范仲淹的
“ 执政

意皆异
” ,

而
“
言初令不便者甚众

” 。

他们就
“
以诗赋声病易考

,

而策论汗投难知
; 祖宗以



来
,

莫之有改
,

且得人尝多矣
” ( 《 宋史

·

选举志 》 ) 为由进行攻击
。

宋神宗科举改革
,

苏

轼就 以为大可不必
, “

自文查言文
,

则策论为有用
,

诗赋为无益 ; 自政事言之
,

则诗赋
、

策

论均为无用
。

然自祖宗 以来莫之废者
,

以为设法取士
,

不过如此也
” ( 《 宋史

·

选举志 》 )
。

而司马光更甚
,

就熙丰置明法一科而言
,

他就攻击为
“ 习为刻薄

,

非所以长育人才
,

敦厚风

俗
” 。

第三
,

天下士子绝大多数久 习诗赋
,

以此作为当官的敲门砖
。

一经改革
,

无疑对其入

仕不利
。

他们的 目的
,

唯在读书当官
,

至于天下兴亡
,

当然不会是主要的事
。

元枯时
, “

太

学生员二千一百余人
,

而不兼诗赋者才八十二人
” ( 同上 )

。

此时离庆历兴学已是四
、

五十

年
,

习经义与习诗赋者相比仍是如此悬殊
,

仁宗
、

神宗时代
,
习诗赋之盛可窥一斑

。

科举一

改
,

迫使他们弃其多年的辛劳而改攻经义
,

内心之不满当然很大
,

一旦恢复诗赋取士
,

又是

何等的高兴
。

当时就有人写诗描述此情 “ 少年辛苦校虫鱼
,

岁晚雕虫耻壮夫
。

自是诸生犹习

气
,

果然紫诏尽驱除
。

酒间李杜皆投笔
,

地下班扬亦引车
。

惟 育少陵顽纯史
,

静中吟拈 白凳

须
。 ” ( 转 引陈东原

: 《 中国教育史 》
,

第 2 68 页 )
。

2
、

财政困迫
,

兴学难继
。

办学校
,

是需要投资的
。

大规模的兴学
,

更需有雄厚的经济

基础
。

但宋历来积贫积弱
,

财政拮据
,

至中后期更为严重
。

仁宗时
“
号为 本朝 至平 极 盛之

世
,

而财用始大乏
,

扰扰皆以财为虑矣
” ( 叶适

: 《 水心先生文集 》 卷四
, 《 财总论 》 二 )

。

英宗治平年间
,

财政亏空每年达一千五百七十余万绪 〔 《 宋史
·

食货志
·

会记 》 , 《 文献通

考 》 卷 24 )
。

神宗继位
,

他接受的遗产
,

是一本赤字帐
。

王安石变法一度使财政好转
, “

充

衍府库
” ,

但仅仅是负责变法的司农寺系统掌握的常平
、

免役积剩之类钱物而已
,

且大都按

神宗令封藏起来
, “ 以待非常之用

”
( 《 长编 》 卷 3 3 0 )

,

以致 “
贯 朽 不 用

,

利 不及 物
”

( 《 长编 》 卷 :38 4 )
,

未能发挥实际效益
。

而负责政府财政收支的三司
,

直到熙宁十年还处于

“ 财货匣乏为其
,

计月支给
,

犹惧不足 ” ( 《 长编 》 卷 2 8 1) 的窘境
。

徽宗时
,

倡丰亨豫大

之说
。

极尽奢侈之能事
,

收入员增
,

但费用更大
,

仅官伴一 项开支就是 神宗元 丰间的 三倍

多
。

这就决定了当时要大规模兴学万
.

非常困难的
,

兴了也难以为继
。

仁宗庆历五年
,

本赐锡

庆院归太学
,

就是因为
“ 履造锡庆院乏财费多

”
( 《 续通鉴 》 卷通7 )

,

经费困难而收回的
。

徽宗崇宁元年诏令大规模兴学
,

一经办起
,

就招架不住
。

第二年不得不规定诸州养士之数
,

不得超过原应试举子数的一半或三分之二 ( 陈东原
: 《 中国教育史 》 第 2 63 页 )

。

崇宁三年又

限县小学额数
,

大县 不过五十
,

中县不过四十
,

小县不过三十 ( 《 宋史
·

选举志 》 )
。

徽宗

虽言 “ 不爱百万之财以养天下之士
” ,

却
“
竭州郡之力

,

仅能校梧
” .

终究是心有余而力不

足
。

徽宗宣和三年
,

诏罢天下州县三舍法
,

复以科举取士
,

虽然不乏其它 原 因
,

但财力不

济
,

不能不是主要原因之一
。

3
、

兴学本身亦有严重不足
。

一

首先
,

是 “ 取士俱木于学” 。

此 “ 学
”
是指官学

。

意即官僚都要从官办学校里选拔
。

这

是范仲淹
、

王安石等兴学运动倡导人推崇备至而蔡京给予实现的办法
。

其 目的无外是绝对控

制养士取士之权
。

但科学制虽有 找少弊端
,

在宋代
,

作为一种取士制度它 还 有 较 强 的生命

力
,

因为是它适应了唐
、

宋之际 J也主阶级内部等级关系的变化
,

否定了 “ 官之选举必由于簿

状 ” ( 《 通志 》 卷二五 《 氏族略 》 )
,

使大门向整个地主阶级开放
,

具有广泛的社会基础
。

与俱取于
“ 学 ” 相比

,

才跨毕竟阔得多
。

而 “ 只七 L俱本于学 ” 却使那些 “ 不隶学籍
”
的山野

遗逸
“
遂 至失职 ” ( 《 宋史

·

选 举志 )
:

断了入仕之路
。

从广泛搜集人才角度看
,

其不足



是明显的
。

更主要的是
,

此辈入仕无门
,

积怨必深
,

于赵宋统治无乃是一隐患
。

徽宗崇宁二

年诏罢科举
,

规定取士悉 由学校
,

而崇宁五年又开科取士六百七十余
,

我想就是这种历史现

象的曲折反映
。

再说取士俱本于学
,

依然是用考试的方法取士
,

并无实质性的变化
,

但却否

定了私学培养士的作用
。

宋时私学包括书院
,

不仅规模大
,

制度全
,

且在政府不花钱或少花

钱的情况下
,

培养了不少有用人才
。

既然国家财政困迫
,

兴办官学又力不从心
,

对私学加以

改造利用
,

官
、

私学并举才是上策
。

但三 次兴学都企图以官学完全取代 私 学
,

这 是 一大失

误
。

其次是经义策论代诗赋取士
。

策论作为一种主要试文
,

确有汗漫难知之弊
,

对坚持
“ 一

切考诸试篇
”
的原则

,

不能不是一种障碍
。

况且策论虽联系实际
,

少务空虚
,

但其 间敷对
,

多挟他说亦在所难免
。

所 以宋神宗改用策论取士时也说
: “

对策亦何足以实尽人才
,

然逾于

以诗赋取人尔
” ( 《 宋史

·

选举志 》 )
。

在他看来
,

也不过比诗赋稍好些罢了
。

经义取士
,

固然比帖经
、

墨义要好
,

但终究是限于以经书中的语句作题「1
,

要以经书中的意义去解说推

演
,

前接骄文之体
,

后开八股之风
。

士子一样可以
“
务空虚之学

” ,

弄出一 个公式
,

穷力对

付
。

正如钱大听所说
: “ 宋熙宁中

,

以经义取士
,

虽变五
一

七言之体
,

而士大夫习于徘偶
,

文

气虽流畅
,

其两两相对
,

犹如故也
” ( 《 十驾斋养新录 》 卷十 《 经义破题 》 )

。

总而言之
,

三次兴学
,

由于时代和 阶级的局限
,

不可能从形式到内容
,

以一个崭新的
、

压倒的优势来取代旧的东西
,

最后只能在旧的形式
、

内容上添补一些新的东西
,

而后顺着它

原来的方向步履瞒姗地前进
。

北宋三次兴学
,

作为挽救危亡的
一

项措施
,

并设有达到预期的 目的
。

它失败了
,

这已是

无法改变的历史事实
。

但是
,

历史是不能简单地以成败来论述的
。

无论如何
,

它作为一次深

刻的科举改革和大规模兴学的尝试
,

至少在社会上造成了重视学校教育的风气
,

推动了我国

古代教育事业的发展
。


